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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城市治理绩效为主要内容的评比表彰是我国公共治理的重要手
段。然而，评比表彰是否具有外溢效应，即获得表彰的城市能否树立治理标杆，
并推动其他城市参与评比和改进治理绩效，仍然有待系统的研究。论文在行政
竞标制的理论框架下探讨了地方主政官员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激励和行为模式，
并从科层组织的理论视角出发，区分了创卫的空间扩散中的引领效应和同侪效
应。其中，省会创卫降低了绩效认可的不确定性，因而带动其他城市创卫，产
生引领效应；非省会地级市之间的学习和竞争则产生同侪效应。论文采用空间
自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间地级市创卫的空间扩
散特征，发现评比表彰模式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性。引领效应和同侪效应同时
造成创卫的空间扩散。当省会城市的经济体量处在全省首位，创卫的扩散主要来
自于引领效应；当省会城市的经济体量不在全省首位，创卫的扩散主要来自于同
侪效应。此外，创卫促进了同省内部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其他城市改善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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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以城市治理绩效为主要内容的评比表彰是我国公共治理的重要手段（周晔，
２０１４）。目前，在不同的治理领域，存在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生
态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等诸多评比活动。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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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一模式总结为“行政竞标制”（刘松瑞等，２０２０），其特征为：中央针对特
定领域的治理目标制定标准，鼓励地方按照自身条件参与评比竞争，并在中央
部门评比认定后，对达标城市进行表彰。

已有研究发现，对于城市治理绩效的评比表彰有利于强化中央权威，提升
城市的治理效能（刘思宇，２０１９；徐换歌，２０２０；徐换歌、蒋硕亮，２０２０）。同
时，评比表彰具有空间外溢性，能够“树立典型、榜样与标杆”，并且“刺激同
级别地方政府之间不断比较、竞争，相互追赶、超越”（刘思宇，２０１９；周晔，
２０１４）。然而，评比表彰对于城市治理模式和官员激励的影响机制仍有待进一步
厘清。由于同一省份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差异，欠发达城市参
与竞争的动机可能不足（杨其静、杨婧然，２０１９）。

不同于锦标赛体制和行政发包制（周黎安，２０１４），在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以下简称“创卫”）为代表的行政竞标制下，中央政府对于特定的治理领域不
搞“一刀切”，而是设置标准，鼓励地方按照自身条件和比较优势，通过自愿参
与、评比竞争的方式分阶段实现治理目标，并对通过评比的城市予以表彰。各城
市对于创卫榜样的学习和响应是实现治理绩效提升的重要途径。整体治理绩效的
提升取决于评比表彰模式能否树立治理模式的标杆，产生持续和显著的外溢性。

本文基于官僚激励和组织理论提出行政竞标制下的两种不同的空间扩散模
式：引领效应与同侪效应。本文将来自省会城市的影响定义为引领效应（ｌｅａ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将非省会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定义为同侪效应（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省会城市
作为省内政治中心具有信息和网络优势，其政策和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省级政府的偏好。省会城市率先创卫降低了非省会城市获得治理绩效认可的
不确定性，促进其他城市开展创卫。同侪效应反映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学习与竞
争。基于这种定义，本文实证分析了引领效应和同侪效应的差异化影响，并展
示了引领效应如何随省会城市经济地位的差异而变化。

本文采用空间自回归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ＡＲ）和空间杜宾
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ＳＤＭ），对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的地级市样本进行了统计
回归分析。分析表明，引领效应和同侪效应在创卫的空间扩散中同时存在。当
省会的城市为全省经济中心（ＧＤＰ居全省首位）时，创卫的空间扩散模式以引
领效应为主。当省会的经济体量并未处在全省城市首位时，创卫的空间扩散模
式以非省会城市的同侪效应为主。此外，与同侪效应的逻辑一致，我们发现，
城市创卫对于同侪城市的环境改善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省内经济规模排名相
近的城市成功创卫有助于增加本城市的绿化面积、园林面积、公园数量，并改
善本城市的空气质量。

本研究对于文献有三点贡献。首先，本文为创卫扩散和治理绩效外溢性提
供了实证证据。已有研究发现，成功获得卫生城市等荣誉称号能够改善治理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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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刘松瑞等，２０２０；徐换歌、蒋硕亮，２０２０），促进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刘
哲、刘传明，２０２１；吴海民等，２０１５；姚鹏等，２０２１）。周晔（２０１４）区分了评
比表彰模式的激励效应（以评比促竞争）和示范效应（树立典型、榜样与标
杆）。然而，尚无研究对上述两种效应进行系统性的实证分析。本文为理解评比
表彰模式的溢出效应提供了系统性证据。

其次，本文区分了创卫外溢性中的引领效应和同侪效应，在官员激励的研
究中纳入了组织理论视角。本文指出，一方面，创卫的动员模式及其对经济增
长的潜在影响增加了实施难度，官员能否获得创卫的绩效认可具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由于省会城市具有信息和政治地位的独特优势，由省会城市引领创卫，
降低了绩效认可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城市间因学习和竞争而导致的同侪效
应，促进了发展水平相似城市治理绩效的改善。

最后，本文对空间溢出效应的估计拓展了政策扩散文献中基于事件史分析
模型的研究（Ｂｅｒｒｙ ＆ 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０）。在事件史分析模型中，对同侪效应的检验
大多通过“某省采纳政策的城市数量”等变量加以实现（马亮，２０１５；吴建南等，
２０１４；朱多刚、郭俊华，２０１６；朱旭峰、张友浪，２０１５；朱旭峰、赵慧，２０１６）。
然而，政策扩散还受到地理距离、发展水平差距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Ｂａｙ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考虑上述因素的空间计量模型能够更准确地揭示区域间相互影响
的机制（李会平、郑旭，２０２０；刘蕾、陈灿，２０２０；徐换歌、蒋硕亮，２０２０；张
振波，２０２０；赵志荣，２０１８；Ｌｅｅ ＆ Ｙｕ，２０１０；Ｓｈｉ ＆ Ｘｉ，２０１８）。本文构建基于
“省内经济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处理了空间自相关导致的偏误，该方法适用
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创新与政策扩散的定量研究（赵琦、顾昕，２０２２）。

二、创卫中的引领效应与同侪效应

创卫既是地方政府实现治理模式创新的途径，亦是地方官员的政绩。然而，
实施创卫同样有其成本与风险。首先，创卫是对城市环境治理水平的一场“大
考”。为了达到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所制定的评选标准，需要在环境监察、
市容整顿、垃圾处理、城市绿化、公共卫生等领域执行一整套政策，提升相应
领域治理绩效；全面动员市民，努力通过中央政府验收。在创卫过程中，城市
不仅需要切实改善城市环境，还需要应对检查。如有懈怠，不仅会导致创卫失
败，还会招致“大搞形式主义”等批评的风险① （徐岩等，２０１５）。创卫对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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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投资在内的经济增速也有一定影响（刘松瑞等，２０２０）。因此，创卫能否成为
被省委和省政府认可的政绩尚具有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创卫活动容易表现出空间相关和集聚的特征。
一方面，地区之间存在知识外溢和信息分享（Ｓｈｉｐａｎ ＆ Ｖｏｌｄｅｎ，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兄弟城市创卫有利于本城市降低学习成本、提升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地方政
府的绩效竞争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晋升锦标赛理论，地方政府主政官员的
激励来自于上级政府的相对绩效考核以及官员晋升体系（周黎安，２００７）。上级
政府通过晋升来激励地方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等维度展开竞争（唐曼、王刚，
２０２１；王程伟、马亮，２０２１；赵金旭、孟天广，２０２１），这种绩效竞争对于创卫
模式有两点影响。

第一，在锦标赛竞争中，竞争排名是决定晋升的重要指标（Ｌａｚｅａｒ ＆ Ｒｏｓｅｎ，
１９８１），排名接近的地区之间竞争更加激烈。同省内部经济排名居首位的城市难
以对经济排名居末位的城市的发展带来压力，经济差距大的地区之间同侪压力
更弱（李学文等，２０２０）。

第二，在面临多任务（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竞争模式时，如果首要任务上的绩效变
动较小，次要任务上的竞争就变得更加激烈（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Ｌｉｓｔ
＆ Ｓｔｕｒｍ，２００６）。因此，城市环境等治理领域的同侪效应在经济排名接近的地区
之间具有更显著的指标性意义。创卫作为改善城市卫生环境的重要抓手，也是
城市环境领域的重要赛道，对于同省内部的其他城市具有绩效的外溢性。

除同侪效应外，省会和非省会城市的地位差异带来了引领效应。作为省委
和省政府的所在地，省会城市在信息获取、资源分配和政策支持上享有优势
（段巍等，２０２０；谢小平等，２０１７），经常扮演政策试验田的角色（周靖祥，
２０１４）。以城市的发展规划为例，目前国务院批复的１０个国家级城市群几乎全
部以省会为中心布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
见》（发改规划〔２０１９〕３２８号）明确指出要形成“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
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１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都市圈，
加强城市分工协作。

主政官员的行政级别也决定了省会城市的政治优势。大多数省会城市的市
委书记位列省委常委。许多省会城市为副省级城市，在行政级别上高于地级市。
省会城市的治理动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省级政府的偏好与导向。无论是基于
信息优势、资源优势还是政治优势，省会城市率先创卫降低了治理绩效认可的
不确定性，增强了对其他城市创卫的激励。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看出，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创卫外溢性的形成机制存
在差异。其中，非省会城市创卫的外溢性主要来自于同侪效应，表现为经济发
展水平接近的城市之间的趋同。而省会城市创卫的外溢性同时来自于同侪效应
和其作为省内标杆城市的引领效应，后者来自于城市间的地位差异，对同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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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具有更广泛的辐射效应。基于上述分析得到假设１及其分假设。
假设１：创卫的政策扩散同时受到引领效应和同侪效应的驱动。
假设１ａ：省会城市成功创卫将显著增加省内其他地级市创卫的概率（引领

效应）。
假设１ｂ：省内地级市成功创卫将显著增加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的城市创

卫的概率（同侪效应）。
假设１认为，引领效应和同侪效应在创卫扩散中同时存在。然而，已有研究

尚未清楚地表明在何种条件下引领效应或同侪效应将发挥主要作用。一个地区
的政策影响力往往与其经济地位相关。由于并非所有省会城市都是全省经济中
心———在形成双中心城市或多中心城市格局的省份，省会城市对其他城市的政
策影响力较弱。基于此，我们认为省会城市经济规模越大，引领效应越显著。
一方面，经济规模更大的城市对于其他地区有着更强的经济溢出效应。另一方
面，城市在公共政策上与省内大城市保持一致有利于加快融入中心城市经济圈，
提升发展效能。对于创卫的空间扩散机制而言，省会城市的引领效应和非省会
城市间的同侪效应具有一定替代性。当省会城市也是全省经济中心时，引领效
应占据主导地位，反之则同侪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到假
设２及其分假设。

假设２：省会城市的经济体量会影响省份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空间扩散模式。
假设２ａ：省会城市经济体量居全省首位的省份，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扩散

由引领效应主导。
假设２ｂ：省会城市经济体量未居全省首位的省份，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扩

散由同侪效应主导。
此外，非省会城市对于是否学习省会城市的治理模式具有灵活空间。城市

间的地位差异决定了省会城市创卫一般不会对非省会城市产生绩效改进的压力。
反之，同侪效应来源于地方竞争，这意味着省内经济规模相近的城市之间的绩
效竞争压力更大。在治理压力的推动下，即使城市短时间内不具备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的条件，仍会效法已创卫的城市推动环境改善。根据这一分析，假设３
认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对于省内其他地级市的治理绩效具有正向外溢性。

假设３：成功创卫的城市对于同省内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的环境质量具有
正面的溢出效应（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三、差异化的创卫扩散模式

（一）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概况
国家卫生城市评比由副国级机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导，开始时间

·８·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２·３



较早，影响广泛。自１９９０年山东省威海市首度获得国家卫生城市称号以来，截
至２０１７年，获评国家卫生城市的地级市共有１５７个，占全部２９４个地级市的
５３ ４％。从国家卫生城市的考核内容来看，创卫不啻为城市公共卫生环境治理
能力的全方位“大考”。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颁布的考核标准囊括了市容绿
化、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等众多领域，既包括城市绿化覆盖率、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等客观指标，也有群众满意率等主观指标。

需要强调的是，创卫的考核严格，其评定标准和评选过程始终由全国爱国
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爱卫会”）主导。该荣誉称号由城市自主申
报，在正式申请后，城市需要经过一年的“暗访—技术评估考核鉴定—公示”
流程，之后从动员准备至向全国爱卫会提出考核申请还需若干年的努力。即使
创卫成功，城市仍需要面对三年一度的复审和评选专家组的随机暗访，复审不
合格者，其荣誉称号可能被撤销（刘松瑞等，２０２０）。

国家卫生城市的评比体现了公共治理的中国特色。已有研究发现，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可以改善当地的城市环境，并提高地方主政官员的晋升概率约８ ８
个百分点（刘松瑞等，２０２０）。中央的表彰和荣誉称号的授予能否树立标杆并引
发其他城市效仿追赶？不同省份之间有无差别？本节通过四川省和江苏省两个
典型案例，管窥创卫扩散的差异化特征。

（二）引领效应主导：以四川省为例
四川省是省会城市影响力较强的省份。省会成都市２０１７年的ＧＤＰ高达

１３９３１ ３９亿元，远超第二名绵阳市的２３１３ ５７亿元。若以“居于第一位城市的
人口与居于第二位城市人口之比”来定义首位度，成都市的该项指标在２０１７年
也达到了约２ １９，这证明成都市在经济和人口体量方面具有无可匹敌的优势。
同时，成都市作为“成渝经济圈”“成都１小时经济圈”的核心城市，其中心性
类型指数①达到１ １ （俞勇军、陆玉麒，２００５），对省内其他城市起到了相当的
辐射带动作用。

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具体政策上，成都市对省内其他城市的影响体现在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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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指标的计算公式为，ｄΔ ＝ （ｄｊｓ ＋ ｄｊｒ － ｄｓｒ）／ Ｒ，ｄΔ 为中心性类型指数。ｄｊｓ、ｄｊｒ、ｄｓｒ分
别为经济重心与省会、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省会与人口重心的距离。其中，经济重心和人
口重心分别为以ＧＤＰ和人口数量为权重的省内各地级市的加权平均地理坐标。Ｒ是省份面积
圆半径：Ｒ ＝ 省份面积／槡 π。当省会的影响力较强时，经济重心、人口重心和省会坐标将近
似在一条直线上，此时该指标接近于０；而当省内其他任一城市影响力较强时，由这三点组
成的三角形将会向该城市方向拉伸，此时该指标将会较大。



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成都市的发展模式、政策是其他城市学习的对象①。其
次，成都一枝独秀的经济实力使得其他众多城市将融入成都经济圈作为目标，
并将创卫视作融入成都经济圈这一工作的组成部分。② 此外，成都创卫的过程为
其他城市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方法，降低了其他城市的试错成本③。

截至２０１７年，四川省１８个地级市中已有１２个成功创卫。根据表１的结果，
四川省省内城市创卫的顺序与其当年ＧＤＰ排名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关系。而已有
文献基于同侪效应的研究，往往发现“是否采用某种治理模式”与城市的相对
经济绩效排名有一定关联性（李欢欢、顾丽梅，２０２０；刘松瑞等，２０２０；马亮，
２０１５；朱旭峰、张友浪，２０１５）。这显示省会城市的引领效应在创卫扩散中发挥
了主要作用。

表１　 四川省各地级市创卫时间
城市名 创卫年份 当年ＧＤＰ省内排名
成都 １９９３ １

泸州 １９９５ ７

绵阳 ２００２ ２

攀枝花 ２００８ １２

遂宁 ２００９ １５

广安 ２０１１ １３

广元 ２０１５ １６

德阳 ２０１５ ３

宜宾 ２０１７ ４

巴中 ２０１７ １９

资料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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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自贡市认为要在转型升级方面“对标先进勇争一流……全市上下要近学成都、
远学苏州、对标昆山”，在卫生健康方面也“主动对标成都” （详见《自贡日报》 ２０１９年８
月１３日第５版和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第１版）。阿坝州则“学习借鉴成都、遂宁经验……提高
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水平”（详见《阿坝日报》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７日第１版）。

例如，雅安市在布置创卫工作时指出，“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与建设成都都市圈重要
功能协作基地……统一部署、统筹推进”（详见《雅安日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第１版）。眉
山市期望“让‘双创’工作为眉山建设‘环成都经济圈开放发展示范市’注入强劲动力”
（详见《四川科技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８日第８版）。乐山市则认为“争创卫生城市，正是融入
成都一小时经济圈……的关键一步”（详见《乐山日报》２００６年９月８日第１版）。

内江市和南充市都明确表示要借鉴成都规范店外饮食摊点、店招管理等方面的经验
（详见《内江日报》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４日第８版，《南充日报》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１日第１版和２０１１
年１１月２９日第５版）。



（三）同侪效应主导：以江苏省为例
与四川省相比，江苏省的创卫扩散呈现出另一种模式。以２０１７年为例，其

省会南京市的ＧＤＰ为１１８９４亿元，为ＧＤＰ排名首位的苏州市的７０％。从中心性
类型指数看，南京市得分为３１ ６。南京市经济体量相对省内其他城市没有绝对
优势，对省内城市的影响力较为有限。

从创卫的结果看，江苏省有３个城市先于省会南京创卫。同时，创卫在江苏
省呈现出自南向北的趋势———苏锡常都市圈率先发力，南京都市圈快速跟上，
最后扩展到以徐州为中心的苏北地区。此外，不同于四川省的情况，江苏省各
城市在涉及创卫的报纸报道中鲜见关于“对标”“学习”“跟随”省会南京的相
关表述，而类似表述在四川省的城市中屡见不鲜。

截至２０１７年，江苏省全省１３个地级市均已成功创卫。表２的结果显示，创
卫时间邻近的城市往往在ＧＤＰ排名上较为接近，例如苏州和无锡，扬州与镇江，
泰州与淮安，颇有一番齐头并进的阵势，也似乎表明了同侪效应在创卫扩散中
的影响。

表２　 江苏省各地级市创卫时间
城市名 创卫年份 当年ＧＤＰ省内排名
苏州 １９９８ １
无锡 １９９９ ２
扬州 ２００２ ８
南京 ２００３ ３
镇江 ２００３ ９
常州 ２００３ ５
泰州 ２００７ １０
淮安 ２００７ １１
南通 ２００７ ４
宿迁 ２０１５ １３
盐城 ２０１５ ７
徐州 ２０１５ ５
连云港 ２０１７ １２

资料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经济数据来自ＣＥＩＣ中国经济数据库、《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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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官员数据来自北京大学ＣＣＥＲ官员数据库（姚洋等，
２０２０），城市建设和环境方面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空气质量
指数数据来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ＰＭ２ ５数据来自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①。
省级政府报告数据来自各省省政府官方网站和各省日报，并由作者手工整理而成。

卫生城市信息由作者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提供的公文整理而成。
国家卫生城镇评比分为“城市”和“县城乡镇”，其中“城市”又分为“地级
市”“县级市”和“直辖市辖区”，本文研究聚焦于“地级市”。值得注意的是，
国家卫生城市的参评单位只能为城市，因此“自治州”“地区”“盟”等地级行
政单位无法直接参评，也无法列入样本单位。另外，截至２０１７年，河北省尚未
有地级市成功创卫。为此，本文删去了云南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这４个包含了绝大多数“自治州”和“地区”的省区的观测值以及
河北省的观测值，保留２８４个地级（及副省级）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的数据作为回
归的基础数据集②。

（二）估计模型
我们采用如下空间自回归模型（ＳＡＲ）分析国家卫生城市的空间扩散模式：

ｙｉ，ｔ ＝ ρ
ｊ∈Ｎ（ｉ）

ω ｉｊ ｙ ｊ，ｔ －２ ＋ ｘｉ，ｔ －２β ＋ δ１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
ｉ，ｔ －２ ＋ φ ｔ ＋ λ ｉ ＋ ｕｉｔ （１）

在式（１）中，被解释变量ｙｉ，ｔ为城市ｉ在第ｔ年是否已成功创卫的哑变量
（０ － １）。由于创卫周期一般需要２ － ３年，创卫的扩散具有时滞性，本文关于城
市创卫的解释变量均滞后２期处理③。ｃａｐｉｔａｌｈｉ，ｔ － ２为城市ｉ所在省份的省会在ｔ － ２
年是否为国家卫生城市，其系数δ１ 反映了省会创卫对城市ｉ创卫的引领效应。
ｙｊ，ｔ － ２表示“城市ｊ在第ｔ － ２年是否已成功创卫”。ｊ∈Ｎ（ｉ）指的是与城市ｉ位于
同一省份内的其他城市。

在式（１）中，ω ｉｊ为空间权重矩阵的权重，反映了每个省内其他城市对本城
市影响的程度，一种常见的假设是令省内其他城市带来的影响相同，即取ω ｉｊ ＝
１

‖Ｎ（ｉ）‖，‖Ｎ （ｉ）‖为该省城市的总数。另外一种假设基于晋升锦标赛的逻
辑，认为经济水平相似的城市更容易相互比较和竞争。因此本文也使用了经济
距离为省内城市的影响加权，做法是用两地级市人均ＧＤＰ之差的绝对值来衡量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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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该数据源来自卫星反演数据，详见ｈｔｔｐｓ： ／ ／ ｓｉｔｅｓ ｗｕｓｔｌ ｅｄｕ ／ ａｃａｇ ／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 ｓｕｒｆａｃｅ － ｐｍ
２ － ５ ／。

限于篇幅原因，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
索取。

表３的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核心变量滞后２期（年），滞后１期或无滞后，引领效应
和同侪效应均稳健地存在。



经济距离（林光平等，２００５），并用其倒数来加权。两城市间的经济距离越小，
相互影响越强烈，此时城市之间权重系数表达式为：

ω ｉｊ ＝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ｉ －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ｊ

－１

 ｊ∈Ｎ（ｉ）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ｉ －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ｊ
－１

（２）

因此，本文关心的另外一个核心系数，空间滞后项的系数ρ代表控制了其他
相关因素后，省内其他城市的成功创卫对本城市创卫的影响，即同侪效应。

ｘｉ，ｔ － ２β为一系列城市ｉ的控制变量，包括真实ＧＤＰ、人均真实ＧＤＰ、城市ｉ
所在省的ＧＤＰ和人均ＧＤＰ、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占比、人口、政府财政支
出占ＧＤＰ的比例、污水排放总量、垃圾清运量、主政官员年龄及其平方项，以
上变量均取对数且滞后２年。由于整个创卫周期一般为２ － ３年，即若在ｔ年创
卫成功，则说明该城市在ｔ － ２年做出了创卫的决策，而城市和官员的相关变量
主要影响的是创卫决策的做出而非创卫的完成；若不滞后，则经济和环境变量
可能会受到城市创卫的影响，导致反向因果关系的估计偏误。φ ｔ 为时间固定效
应，λ ｉ为城市固定效应，ｕｉｔ为误差项。

由于模型中的空间滞后项和因变量会相互影响，本文采用极大似然估计
（ＭＬＥ）方法对其进行参数估计。具体做法如下：式（１）可以简写为Ｙ ＝ ρＷＹ ＋
ＸΓ ＋ ｕ，其中Ｙ、ｕ分别为所有ｙｉ，ｔ、ｕｉｔ组成的列向量，Ｘ 则为所有ｘ′ｉ，ｔ － ２、
ｃａｐｉｔａｌｈｉ，ｔ、φ ｔ、λ ｉ组成的矩阵。进一步可将式（１）变形为ｕ ＝ （Ｉ － ρＷ）Ｙ － ＸΓ，
 ｕ
 Ｙ ＝

 （（Ｉ － ρＷ）Ｙ － ＸΓ）
 Ｙ ＝ （Ｉ － ρＷ）′ ＝ （Ｉ － ρＷ）。由于假定了ｕ ～ Ｎ（０，

σ２Ｉ），根据上式写出样本多维正态分布形式的似然函数，再依次对β、σ２ 和ρ进
行最优化即可估计出需要的参数。

（三）检验假设１：引领效应与同侪效应
我们首先根据式（１），在表３的（１）－（６）列利用全样本对于假设１ａ与

假设１ｂ进行了实证检验。第（１）至（３）列采用等权重的方式对空间矩阵进行
加权，即对每个省内其他城市赋予相同的权重 １

‖Ｎ （ｉ）‖，外省城市则权重矩阵
赋值为０，这样对ρ的估计反映了省内城市的相互影响。第（４）－（６）列则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用经济距离的倒数加权，更多地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与
本城市相近的城市的影响。表３第（３）列和第（６）列的结果显示，无论采用
省内城市等权重还是采用省内城市经济距离对空间关联矩阵进行加权，省会城
市的引领效应δ１和省内其他城市的同侪效应ρ均稳健正向显著。这些发现为假
设１提供了实证证据。将解释变量更换为滞后１年或无滞后，结果仍然稳健。
由于基于省内城市经济距离的加权方式更细致地反映了城市间竞争的特点，后
文将主要基于省内城市经济距离的加权方式进行分析。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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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省会城市的引领效应与省内其他城市的同侪效应（ＳＡＲ）
被解释变量 是否成功创卫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空间矩阵（ω ｉｊ）
加权方式： 省内其他城市等权重 省内其他城市经济距离加权

核心解释变量滞后 无滞后 滞后１年滞后２年 无滞后 滞后１年 滞后２年
省会是否创卫（δ１） ０ ０５１２ ０ ０４７８ ０ ０５４９ ０ ０５４２ ０ ０４９８ ０ ０５６３

省内其他一般地级市
是否创卫（累计）（ρ） ０ １１４ ０ １１５ ０ １１１ ０ ０７６６ ０ ０７５８ ０ ０７３２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５２３ ３５２３ ３５２３ ３５２３ ３５２３ ３５２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６１ ０ １５４ ０ １５３ ０ １６１ ０ １５４ ０ １５４

注： ｐ ＜ ０ 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限于篇幅原因，标准误未在文中列出，感兴趣的
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完整表格。

资料来源：ＣＥＩＣ中国经济数据库、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ＣＣＥＲ官员数据库。

除已有控制变量外，重要控制变量的遗漏很可能对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产生
较大影响。首先，创建国家卫生城市需要满足一些硬性环境指标的要求，如绿
化率和空气质量的要求。为了应对这一可能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利用《城市
建设统计年鉴》中的绿化覆盖面积计算出城市的绿化覆盖率；利用中国环境监
测总站发布的空气质量指数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发布的ＰＭ２ ５数据①度
量空气质量。

其次，虽然是否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由城市自身决定，但是在申请环节需要
省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向中央推荐。因此，省级政府扮演的角色同样不可忽
视。为了应对这一可能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手工搜集了样本期内的省级政府
工作报告，并分别统计某年某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是否提到了“城市环境”“卫
生城市”“公共卫生”“爱国卫生”４个关键词，生成相应哑变量。本文利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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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ＰＭ２ ５原始数据为全球栅格数据，本文使用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６中的区域统计工具，计算了
各个地级市范围内的ＰＭ２ ５浓度。空气质量指数２０１４年后覆盖了全部地级市，２０１４年前通
过公开途径仅可查询到定期发布的７４个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日度数据。对于缺失数据，
我们利用了一些方法进行插补，首先在加入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前提下，利用未缺失数据
年度空气质量指数均值对年度ＰＭ２ ５均值做回归。并用上述预测模型对缺失年度空气质量指
数的城市进行预测。



述４个哑变量度量省级政府对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重视程度。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首先，将前述两组控制变量

加入模型中，力图减少因遗漏变量问题带来的影响，结果仍然稳健。其次，本
文还将河北省纳入分析样本中，结果仍然稳健。最后，本文将省会城市是否创
卫更换为“省会或副省级城市是否创卫”，结果同样稳健①。

（四）检验假设２：区分引领效应与同侪效应
为了检验假设２ａ与假设２ｂ，我们根据“省会ＧＤＰ是否全省居首”② 将样本

按省份分为两组子样本，再次对式（１）进行估计。表４第（１）列的估计结果
显示，省会城市ＧＤＰ全省居首的子样本，δ１ 显著为正，这说明省会城市创卫对
省内其他城市创卫有显著的引领效应。空间滞后项系数ρ反映了省内城市之间
的相互影响，即同侪效应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在这些省份，
创卫的空间扩散模式主要表现为非省会城市对省会城市的学习模仿，而不是省
内城市之间的学习与绩效竞争。

表４　 分样本估计：省会城市经济体量与引领效应和同侪效应（ＳＡＲ）
被解释变量 是否已成功创卫

（１） （２）
省会城市ＧＤＰ全省居首 省会城市ＧＤＰ未全省居首

空间矩阵（ω ｉｊ）加权方式： 省内其他城市经济距离加权
核心解释变量滞后 滞后２年
省会是否创卫（δ１） ０ ０８５６ ０ ０５８７

省内其他一般地级市是否
创卫（累计）（ρ） ０ ０３１９ ０ １８４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４１８ １１０５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１４８

注： ｐ ＜ ０ 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限于篇幅原因，标准误未在文中列出，感兴趣的
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完整表格。

资料来源：ＣＥＩＣ中国经济数据库、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ＣＣＥＲ官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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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原因，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未在文中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
本文利用２０１７年的ＧＤＰ数据进行界定区分，以样本期内任何一年的ＧＤＰ数据进行

界定均不会对结果造成影响。



表４第（２）列说明，在省会城市ＧＤＰ占比未居首位的省份中，虽然省会城
市创卫依然对省内其他城市创卫仍然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但其作用效果低于
ＧＤＰ占比较高的省会城市。更重要的是，该子样本估计结果中的空间滞后项系
数ρ显著为正，这说明当省会城市的经济体量未居首位时，同侪效应是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在省内扩散的重要途径，这一发现符合本文的假设２ｂ。

（五）检验假设３：治理绩效的空间外溢性
创卫除打造城市品牌，彰显治理效能外，本身亦是政府着手改善城市环境

卫生状况的重要抓手，在客观上改善了城市的环境卫生状况和市容市貌。在这
一背景下，城市创卫会给周边城市带来双重压力：一方面来源于对城市荣誉称
号的竞争，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市容市貌的改善，即“可视性公共品”的提升
（吴敏、周黎安，２０１８）。因此地方政府有动机对周边城市的创卫行为做出反应，
其反应方式既包括直接推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也包括投入资源改善城市环境
与市容市貌。下述模型为基于该逻辑的假设３提供了实证检验。
ｙｉｔ ＝ ρ

ｊ∈Ｎ（ｉ）
ω ｉｊ ｙ ｊ，ｔ ＋ λ１ ｚｉ，ｔ －２ ＋ λ２

ｊ∈Ｎ（ｉ）
ω ｉｊ ｚ ｊ，ｔ －２ ＋ δ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
ｉ，ｔ －２ ＋ ｘ′ｉｔ β ＋ φ ｔ ＋ λ ｉ ＋ ｕｉｔ

（３）
该模型为空间杜宾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ＳＤＭ），可写作Ｙ ＝ ρＷＹ ＋ Ｘ１Γ ＋

ＷＸ２ δ ＋ ｕ的形式，其与上文空间自回归模型（ＳＡＲ）的唯一区别在于包含了周
边城市的其他变量（非因变量）对本城市ｙ的影响，即ＷＸ２ δ这一项，对应至式
（３）则为λ２ 

ｊ∈Ｎ（ｉ）
ω ｉｊ ｚ ｊ，ｔ －２这一项，反映了对省内其他城市创卫的影响，使用地级市

之间经济距离的倒数进行加权，ｚｊ，ｔ －２为城市ｉ在ｔ － ２年是否为卫生城市。
在式（３）中，ｙｉｔ为城市ｉ在ｔ年的城市环境变量。核心系数λ２，度量与本

市经济发展较为接近的城市成功创卫是否存在溢出效应，促进城市环境治理绩
效的改善。ρ

ｊ∈Ｎ（ｉ）
ω ｉｊ ｙ ｊ，ｔ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加入该项意在控制城市环境变量

自身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更准确地估计“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这一荣誉
称号的溢出效应。ｃａｐｉｔａｌｈｉ，ｔ －２为城市ｉ在ｔ － ２年所在省的省会是否创卫，ｘ′ｉｔ为城市
ｉ的其他控制变量，φ ｔ为时间固定效应项，λ ｉ为城市固定效应项，ｕｉｔ为误差项。该模
型采用最大似然估计（ＭＬＥ）方法进行参数估计。

表５报告了对式（３）的估计结果。第（１）至（５）列中λ２ 的估计结果均
为正向，这说明省内与本城市经济规模较为接近的地级市成功创卫对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建成区园林覆盖率、公共绿地覆盖率、公园数量和公园面积具有正
向影响。第（６）列中λ２ 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由于空气质量指数越小，空气
质量越高。这一结果同样说明了省内与本城市经济规模较为接近的地级市成功
创卫对本市的环境质量具有积极影响。这证实了本文的假设３，即经济规模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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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的本省其他城市创卫可能给城市带来较大的绩效压力，即使城市短时间内
不具备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条件，仍然会采取相似的治理模式，改进治理绩效。①

表５　 绩效压力下的溢出效应（ＳＤ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被解释变量 绿化建成
区覆盖率

园林建成
区覆盖率

公共绿地
覆盖率

公园
数量

公园
面积

空气质量
指数

空间矩阵（ω ｉｊ）
加权方式： 省内城市经济距离加权
核心解释变量滞后 滞后２年
省会是否创卫（δ） － ０ ００２８８ ０ ００４５６ ０ ００５２９ ０ ０２２８ ０ １４９ － １ ４２１

省内其他地级市是否
创卫（累计）（λ２）

０ ０５１１ ０ ０６１８ ０ ０１４３ ０ １１５ ０ ２０１ － ４ ３１１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５１０ ３５１０ ３５１０ ３２４０ ３５１０ ３５１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５ ０ ３３８ ０ １６２ ０ ０４５

注： ｐ ＜ ０ 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限于篇幅原因，标准误未在文中列出，感兴趣
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完整表格。

资料来源：ＣＥＩＣ中国经济数据库、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ＣＣＥＲ官员数据库。

五、结论

本文研究了评比表彰模式（行政竞标制）的空间扩散模式及其对治理绩效
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城市治理绩效为主要内容的评比表彰是我国当代城市治理
的重要特色。这一治理模式具有两大优势：首先，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治理模式
和绩效目标的议程设置权，又发挥了地方政府官员的主观能动性，有助于地方
按照自身条件选择差异化的发展模式，突出治理特色。其次，能够树立关键政
策和治理领域的标杆，在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学习、模仿和竞赛
的互动机制，最终达致良治善治。

本文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２３个省２８４个地级市和副省级城市的数据，采用空
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创卫扩散的特征和绩效外溢性。本文的理论框架基于官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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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５的结果还显示，省会的引领效应仅在公园面积和空气质量指数两个指标方面具
有显著效果。其他指标则在统计上无显著结果。这或许揭示了，当城市尚不具备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的条件时，基于竞争压力的同侪效应比向省会城市学习与模仿的引领效应效果更大。



织理论的视角，解释了上述现象的微观逻辑，区分了省会城市主导的引领效应
和非省会城市之间同侪效应在创卫扩散中的影响。分析表明，在省会城市经济
体量处在全省首位的省份，创卫扩散主要来自于引领效应；在省会城市经济体
量未处在全省首位的省份，创卫扩散主要来自于同侪效应。同时，创卫对于省
内经济排名相近的其他城市的环境治理具有正向外溢作用，促进了多项环境质
量指标的提升。

本文对于公共治理实践亦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基于省会城市的引领效应，
意味着由省会城市率先推动特定的治理模式有利于贯彻中央意图，加速实现治
理目标。这一效应在省会城市的经济规模在省内占优时更为明显。同时，对于
治理模式的优化需要不断试错和调整，对于风险较高、效果不确定的政策目标，
更稳妥的方式是在非中心城市进行试点和改进，待时机成熟之后再通过省会城
市和中心城市加以推广。此外，本文发现，创卫对其他城市环境质量具有正面
外溢性，体现了评比表彰模式对于公共治理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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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鹏、张泽邦、孙久文、闫昊生（２０２１）． 城市品牌促进了城市发展吗？———基于“全国文明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研究． 财经研究，１：３２ － ４６．
Ｙａｏ，Ｐ． ，Ｚｈａｎｇ，Ｚ． Ｂ． ，Ｓｕｎ，Ｊ． Ｗ． ＆ Ｙａｎ，Ｈ． Ｓ． （２０２１）． Ｄｏｅｓ Ｃｉｔｙ Ｂｒ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 Ｃ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３２ － ４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姚洋、席天扬、李力行、王赫、万凤、张倩、刘松瑞、张舜栋（２０２０）． 选拔、培养和激励———来自ＣＣＥＲ官员
数据库的证据． 经济学（季刊），３：１０１７ － １０４０．
Ｙａｏ，Ｙ． ，Ｘｉ，Ｔ． Ｙ． ，Ｌｉ，Ｌ． Ｘ． ，Ｗａｎｇ，Ｈ． ，Ｗａｎ，Ｆ． ，Ｚｈａｎｇ，Ｑ． ，Ｌｉｕ，Ｓ． Ｒ． ＆ Ｚｈａｎｇ，Ｓ． Ｄ． （２０２０）．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ｉｚ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ＣＥＲ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３：１０１７ － １０４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俞勇军、陆玉麒（２００５）． 省会城市中心性研究． 经济地理，３：３５２ － ３５７．
Ｙｕ，Ｙ． Ｊ． ＆ Ｌｕ，Ｙ． Ｑ． （２００５）．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ｔｉａｌ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３：３５２ － ３５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振波（２０２０）． 从逐底竞争到策略性模仿———绩效考核生态化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竞争策略． 公共行
政评论，６：１１４ － １３１ ＋ ２１１ － ２１２．
Ｚｈａｎｇ，Ｚ． Ｂ． （２０２０）． Ｆｒｏｍ Ｒａｃｅｔｏ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 ｔ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ｏ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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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６：１１４ － １３１ ＋ ２１１ － ２１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赵金旭、孟天广（２０２１）． 官员晋升激励会影响政府回应性么？———基于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的大数据分析．

公共行政评论，２：１１１ － １３４ ＋ ２３１．
Ｚｈａｏ，Ｊ． Ｘ． ＆ Ｍｅｎｇ，Ｔ． Ｇ． （２０２１）．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Ａ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Ｏｎｃｅ”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１１１ － １３４ ＋ ２３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赵琦、顾昕（２０２２）． 中国政府创新与公共治理变革：文献综述和理论探索． 公共行政评论，２：１７２ － １９４ ＋ ２００．
Ｚｈａｏ，Ｑ． ＆ Ｇｕ，Ｘ． （２０２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１７２ － １９４ ＋ ２０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赵志荣（２０１８）． 美国佐治亚州县际财产税模仿：一个空间分析的研究案例． 公共行政评论，２：９０ － １１３ ＋
１９１ － １９２． 　
Ｚｈａｏ，Ｚ． Ｒ． （２０１８）．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Ｔａｘ Ｍｉｍｉ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ＵＳＡ：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９０ － １１３ ＋ １９１ － １９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靖祥（２０１４）． 副省级城市发展逻辑：官员配置与增长驱动． 中国工业经济，１０：２０ － ３２．
Ｚｈｏｕ，Ｊ． Ｘ．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Ｓｕｂ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０：２０ － ３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黎安（２００７）．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经济研究，７：３６ － ５０．
Ｚｈｏｕ，Ｌ． Ａ． （２００７）．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７：３６ － ５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黎安（２０１４）． 行政发包制． 社会，６：１ － ３８．
Ｚｈｏｕ，Ｌ． Ａ． （２０１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６：１ － ３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晔（２０１４）． 合法性视域下的“评比表彰”：行动逻辑、功能局限及治理———以中央政府及职能部门组织的评比
表彰活动为例． 中国行政管理，９：６９ － ７４．
Ｚｈｏｕ，Ｙ． （２０１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ｗａｒ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ｇ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ａｋ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ｗａｒｄ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９：６９ － ７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朱多刚、郭俊华（２０１６）． 专利资助政策的创新与扩散：面向中国省份的事件史分析． 公共行政评论，５：６４ －
８３ ＋ ２０５． 　
Ｚｈｕ，Ｄ． Ｇ． ＆ Ｇｕｏ，Ｊ． Ｈ． （２０１６）．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ｔ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ｎ
Ｅｖ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５：６４ － ８３ ＋ ２０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朱旭峰、张友浪（２０１５）． 创新与扩散：新型行政审批制度在中国城市的兴起． 管理世界，１０：９１ － １０５ ＋ １１６．
Ｚｈｕ，Ｘ． Ｆ． ＆ Ｚｈａｎｇ，Ｙ． Ｌ． （２０１５）．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 Ｎｅｗ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１０：９１ － １０５ ＋ １１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朱旭峰、赵慧（２０１６）． 政府间关系视角下的社会政策扩散———以城市低保制度为例（１９９３—１９９９）． 中国社会科
学，８：９５ － １１６ ＋ ２０６．
Ｚｈｕ，Ｘ． Ｆ． ＆ Ｚｈａｏ，Ｈ．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８：９５ －
１１６ ＋ ２０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ｙｂｅｃｋ，Ｂ． ，Ｂｅｒｒｙ，Ｗ． Ｄ． ＆ Ｓｉｅｇｅｌ，Ｄ． Ａ． （２０１１）．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ｖｉａ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２３２ － ２４７．

Ｂｅｒｒｙ，Ｆ． Ｓ． ＆ Ｂｅｒｒｙ，Ｗ． Ｄ． （１９９０）． Ｓｔａｔｅ Ｌｏｔｔｅｒｙ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 Ｅｖ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２：３９５ － ４１５．

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Ｂ． ＆ Ｍｉｌｇｒｏｍ，Ｐ． （１９９１）． 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Ａｓｓｅ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
Ｊｏｂ Ｄｅｓｉｇ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４ － ５２．

Ｌａｚｅａｒ，Ｅ． Ｐ． ＆ Ｒｏｓｅｎ，Ｓ． （１９８１）． Ｒａｎｋｏｒｄｅｒ 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５：８４１ － ８６４．

Ｌｅｅ，Ｌ． ＆ Ｙｕ，Ｊ． （２０１０）．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２：１６５ － １８５．

Ｌｉｓｔ，Ｊ． Ａ． ＆ Ｓｔｕｒｍ，Ｄ． Ｍ． （２００６）． Ｈｏｗ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Ｍａｔｔｅｒ：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４：１２４９ － １２８１．

Ｓｈｉ，Ｘ． Ｙ． ＆ Ｘｉ，Ｔ． Ｙ． （２０１８）． Ｒａｃｅ ｔｏ Ｓａｆｅｔ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Ｄｅａｔｈ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７９ － ９５．

Ｓｈｉｐａｎ，Ｃ． Ｒ． ＆ Ｖｏｌｄｅｎ，Ｃ．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８４０ － ８５７．

Ｓｈｉｐａｎ，Ｃ． Ｒ． ＆ Ｖｏｌｄｅｎ，Ｃ． （２０１２）．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Ｓｅｖｅｎ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６：７８８ － 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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